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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行銷、資訊系統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，愈來

愈投入於更好地理解組織或行為因素交織而成的複雜關係「黑箱」。

偏最小平方結構方程模式（PLS-SEM）是一個簡便的工具，其協助研
究者針對前述複雜的交互關係進行估計，即便它們常常涉及到相當多

的構念與指標，以及之間的直接、間接或調節關係。然而，最近的研

究更多關注於對中介以及調節變項等的理解。舉例來說，研究者對於

探索不同個人、組織或環境次群組在結構關係的可能差異。要處理這

樣的議題，研究者會需要評估資料中的可觀測與無法觀測異質性。同

樣地，研究者也瞭解到效果的值不會是永遠一致的，而是會有增或減，

故研究者必須探討到非線性關係模式的可能性。

而這些愈趨複雜的模式需求，也凸顯了進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，

舉例來說，PLS-SEM中的重要進階發展包含了：

• 進行模式設定之實證性檢驗的驗證性四分差分析（Gudergan, Ringle, 
Wende, & Will, 2008），

• 檢驗區別效度的異質─同質相關比（Henseler, Ringle, & Sarstedt, 
2015）,

• 用來辨識與處理無法觀測異質性的預測取向分群分析（Becker, Rai, 
Ringle, & Völckner, 2013），

• 不同之多群組分析方法（Sarstedt, Henseler, & Ringle, 2011），

• 綜合模式方法的測量不變性檢定（Henseler, Ringle, & Sarstedt, 
2016）。

上述許多方法，例如無法觀測異質性之處理、多群組比較、不

變性以及驗證性四分差分析，已可見於以共變數為基礎之 SEM（CB-
SEM），但直到最近才有方法學學者將它們引入 PLS-SEM中。而重要



性─表現圖分析以及連續性調節變項分析則是只見於 PLS-SEM。
具備前述 PLS-SEM相關進階方法的掌握能力是極有益處的，因為

它們可協助研究者評估 PLS-SEM估計，且愈來愈被期刊編輯或審稿者
所要求。然而，這些方法仍需要研究者對其複雜性及使用時機的完整

理解，才能正確而有意義地運用在不同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中。

隨著方法的進展，愈來愈多有關不同 SEM方法優缺的爭議亦不
斷，這樣的辯論有益於學者間建設性的討論，以及方法學的不斷推展

與改進。然而，學術社群最近有些關於 PLS-SEM略為主觀的討論。
Antonakis、Bendahan、Jacquart 與 Lalive（2010, p. 1103）批評：「不
管怎樣的情況都實在無須使用 PLS，並應促動研究者停止使用這個方
法」，還有其他作者認為 PLS-SEM「很難去論述其正當性」（Rönkkö 
& Evermann, 2013, p. 443）。先拋開這些意不在對話的論調以及相關陳
述，他們也凸顯了有關 PLS-SEM的批評都常常是提供錯誤的或缺乏完
整論述的理由，來排擠研究者對 PLS-SEM的使用（Rigdon, 2016）。
這些誤解來自於對該方法的基本原理，特別是測量哲學部分的理解（例

如，Rigdon, 2012; Sarstedt, Hair, Ringle, Thiele, & Gudergan, 2016）。
「從透過多個指標間接觀察之潛在變項所組成的路徑模式來看，PLS
與ML-LISREL對其他 SEM方法來說，應被視為一種補充而非競爭的
方法。PLS與 LISREL的主要差異在其潛在變項個別觀察值的明確估
計」（Wold, 1982, p. 5）。更具體地說，PLS是一個以綜合模式為基
礎的 SEM方法，其透過指標的線性組合來形成綜合變項（Lohmöller, 
1989），並作為研究者觀察之概念的替代項（Rigdon, 2016）。此法不
同於共同因素為基礎的 CB-SEM，其將構念視為可解釋指標項共變數的
共同因素。雖然這個差異很早就被提及（例如，Jöreskog & Wold, 1982; 
Schneeweiß, 1991），但最近才有研究開始討論到其對 PLS-SEM使用
之意涵（Rigdon, 2012; Sarstedt, Hair, Ringle, Thiele, & Gudergan, 2016; 
Hair, Hult, Ringle, Sarstedt, & Thiele, in press）。同一時間，最近一些研



究也開始提出不同的方法用來校正 PLS-SEM共同因素模式的估計結
果，使其趨於與 CB-SEM之結果一致（例如，Bentler & Huang 2014; 
Dijkstra & Henseler 2015a, 2015b; Dijkstra & Schermelleh-Engel, 2014）。

作為《結構方程模式：偏最小平方法 PLS-SEM》（Primer on 
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(PLS-SEM)） 第 2 版
（Hair, Hult, Ringle, & Sarstedt, 2017）的延伸，我們編寫這本 PLS-SEM
進階方法的書有幾個理由。首先，PLS-SEM方法在近年已有相當大的
進展；但也因為進展快速，針對其如何實際運用，特別是易讀、使用

者友善的著作付之闕如。本書之目的即在於協助研究者對這些進階方

法具備良好理解以及執行的能力。第二，隨著研究問題愈趨複雜以及

資料取得程度的提升，執行進階的 SEM分析，很多時候往往只有 PLS-
SEM才能做得到。本書不僅是針對進階方法單純做介紹，更會針對其
應用時機做討論。第三，對於 PLS-SEM何時較其他 SEM方法更適用
或不適用有許多的錯誤理解需要釐清。這會造成研究結果的錯誤以及

打擊研究者使用該方法與其進階方法的信心。

簡言之，本書能幫助研究者在使用進階 PLS-SEM方法的信心以及
使用的正確性。本書探討了何種研究情境下，PLS-SEM並不是適當的
SEM方法選項，也說明了在何種狀況下，PLS-SEM不僅是正確的 SEM
方法，且可能是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。最後，本書能協助研究者在撰

寫研究報告以及期刊文章時，能正確地使用進階 PLS-SEM方法以及有
效地溝通其發現。透過這本書，我們強調 PLS-SEM進階方法不該是盲
目地被使用，而是需要小心配合適當的研究情境脈絡以及資料特性去

選用。

基於我們多年教學經驗和推廣 PLS-SEM至更多讀者的目標，本書
的書寫方式與《結構方程模式：偏最小平方法 PLS-SEM》（再版）（Hair 
et al., 2017）一致。故我們減少類似這主題其他相關文章中大量出現的
方程式、公式、希臘符號等的比重。我們盡量詳細地解釋這些進階方



法的基本概念與背景知識，並提供一般性的原則供研究者作為理解以

及評估分析結果的依據。

另外，為了促進讀者的學習，我們整本書都採用同樣的個案研究

做說明。該個案係取自一個已發表的企業聲望研究（Eberl, 2010）。我
們認為這個個案對不同領域的讀者應該都很容易理解。本書使用的軟

體皆為 SmartPLS 3（www.smartpls.com）。本書每一章最後都附有複習
以及重要的思考問題，也針對關鍵詞做定義，協助讀者有更好的理解。

最後，我們也列出建議讀本與參考書目供有興趣的讀者對特定議題自

主做更深且廣的精進。

本書章節以及學習輔助資源都是依各章開頭的學習成果／目標來

做編排，各章最後的摘要亦是。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編排，對學生以

及教師都能有的更好的理解與使用。本書網址（www.pls-sem.com）亦
提供許多的學習資源協助 PLS-SEM的學習與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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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定序

本書作為《結構方程模式：偏最小平方法 PLS-SEM》（Primer on 
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）的延伸之作，其主
要特色與重要性有二。首先，PLS-SEM方法在近年已有相當進展，對
於分析社會科學中愈趨複雜的關係模式需求，也提出了不少進階的分

析方法。舉例來說，本書作者介紹了 PLS-SEM中的重要進階議題，包
含了進行模式設定之實證性檢驗的驗證性四分差分析、用以檢驗區別

效度的異質－同質相關比、用來辨識與處理不可觀察異質性的預測取

向分群分析、用來探索不同個人、組織或環境次群組在結構關係可能

差異的多群組分析方法，以及綜合模式方法的測量不變性檢定等。這

些議題在相關中文書籍中付之闕如，本書除了介紹前述方法外，更探

討適用 PLS-SEM的研究情境，協助研究者能正確地選用分析策略以及
正確地探討、溝通其發現。此外，本書延續了《結構方程模式：偏最

小平方法 PLS-SEM》的書寫邏輯，整本書都採用同樣的個案研究作為
說明範例，並以圖示的方式詳解分析步驟。章節最後的思考問題，以

及建議讀本，亦有助於讀者更快地理解與掌握該方法。故本書對於希

望以進階方法探究複雜社會科學中的關係情形，但又對於數學統計算

式背景知識較為缺乏者，實有相當的參考價值。

康寧大學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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